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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江苏碑刻作品考辨及其书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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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碑刻文献除了兼具文学、史学和金石学研究价值外，还具书法价值和审美意义。元代书坛领袖赵孟

在江苏一带书写了数量颇多的碑石，不仅楷书，行书、草书在当时的碑刻中也时常出现，对元代及后世碑刻书法影

响深远。本文初步厘清了赵孟所书江苏碑刻的时间脉络，将之分为早期（1308 年之前)、中期（1309-1315）和后期

（1316-1322）。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碑刻书法的史料价值与风格特征，勾勒出赵孟在江苏的书碑活动及其特点。这

些书碑活动成为赵孟在江南儒学、理学气氛下成长和交往的见证，是赵孟艺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赵孟 江苏碑刻 《江苏金石记》 《集王圣教序》 

碑刻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书法价值。比之其他类型的传世文献，江苏碑刻文献主要具有三大特点：首先，时间跨度

大。江苏碑刻文献从秦汉时代开始，有《刘厉王胥宫殿记残石》《校官碑》《禅国山碑》《天监井阑题字》《瘗鹤铭》《栖霞寺明徵

君碑并阴》等数百种，留存了丰富资料。其次，覆盖范围广。江苏省现存碑刻文献涵盖了政治、经济、人物、民俗、教育、地

理等各个方面内容。以元代为例，有文教事业碑《学校拨田地圣旨碑》、德政碑《无锡州重建谯楼记》、题记《张公洞周绪等题

名》、文学作品《范文正公伯夷颂》、图像《碑阴瑞竹图》等百余块，构筑了元代社会的文化场景。再次，真实可靠性高。碑刻

文献由于材质和制作的特殊性，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向为学界所重。此外，江苏省现存重要的碑刻所保留的文字具有较高的书法

史价值。这些碑刻文献扩展了书法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就元代而言，江苏就有蔡杞《昭灵侯祠记》、贡奎《镇江路儒学增养士

田租记》、王克敬《新修平江路学记》、苏天爵《重修周将军祠宇记》等碑刻书法作品。元代书坛领袖赵孟（1254-1322）书丹的

碑刻在这些作品中意义尤为显著。 

一、赵孟江苏碑刻书法的价值和书碑缘由 

在元代，赵孟作为影响较大的书法家书写了较多碑石。被梁启超称为兼具“考证经史”“研究文史义例”“讲鉴别”而“集

诸派之长”[1]的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在《语石》中说：“宋人书长于简札，而不宜于碑版，至赵文敏出，重规叠矩，鸿

朗庄严，奄有登善、北海、平原之胜，有元一代丰碑皆出其手。前贤谓韩文‘起八代之衰’，余谓赵书亦起两宋之衰。溯其生平，

洊历五朝，年登大耋，自至元以迄至治，所书碑版照耀四裔。”
[2]
叶昌炽对碑刻品评不随波逐流，有独到见解，且先后搜罗赵孟

所书碑版不下五十通，因而他对赵孟书碑的艺术判断颇具说服力；叶昌炽将赵孟碑刻书法与韩愈文章并论，对赵孟碑刻书法给

予了积极评价。宋代石刻基本沿袭唐代石刻形制，但书法方面却渐乏生机。至元代，赵孟因其书法造诣和书坛地位改变了原本

的发展曲线，其书风成为江南士人学习和讨论的对象。据王连起考验，赵孟的书碑刻石，可见者已超过百种[3]；王祎则云“近百

种之多”[4]。统计数据稍有出入，但赵孟在元代书写大量碑版却是事实。就现存赵孟江苏碑刻而言，就有《居竹记》《松江宝云

寺记》《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吴江重建留珠兰若碑》《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江浙尚书省札

付碑》《大报国圆通寺记》《乾明广福寺重建观音殿记》《崇禧万寿宫记》《平江路重修儒学记》《光福重建塔记》《长春道院记》《姑

苏能仁庵记》等三十余种。 

赵孟书碑众多，究其缘由主要有三。首先，书法成就。时人慕赵孟书法之美，求书者甚众。如：“吴兴八俊”之姚式（1260-？）

跋赵孟《过秦论》云：“子昂善书名世，求者纷至。”[5]诗人方回（1227-1305）也云：“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侯掷缣帛；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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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断铁门限，苦向王孙觅真迹。”“如池如沟弃残墨，如塚如陵堆败笔。”[6]记载都颇为生动。其次，为官经历。大德三年（1299

年）八月，赵孟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7]，直至至大二年（1309 年）。其间，赵孟以其才学、社会地位、官宦

生涯赢得江南士人的认可，求书碑刻者也越来越多。在多年为官生涯中,书法研习始终与之相伴，鬼谷岩前观“唐文字字奇”，

轻拂苍藓“细读老君碑”[8]2。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赵孟体悟到书法较功名更可畅神，亦可达到传世之功效。可想而知，当赵

孟领略前贤碑刻书法时，作为官员和书法家，他也曾构思着自己将可传世的碑刻书法，因而也才发出“古来名刻世可数，余者

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风传万古，须如明月印千江”的感叹。再次，儒学石刻的大量涌现。以江苏各地为例，《江苏金石记》所载

元代相关儒学石刻就有《崇奉孔子谕旨碑》《崇奉孔子圣旨碑》《常熟县加封孔子制诰碑》《谕内外尊奉孔子诏碑》《丹阳县加封

孔子制诏碑》《句容县儒学田籍记》《加封明道伊川制》《新修平江路学记》《句容县恭刻制词记》《扬州路学田记并阴》等，儒家

学者被加封和有关学田管理等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儒学教育的关注。至元六年（1269 年）四月，元世祖下诏，

要求提刑按察司“劝课农桑，问民疾苦；勉励学校，宣明教化”，还强调“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盖学校者，风化之本，

出治之原也”，并言明“学校之设，有名无实，由是吏民往往不循理法，轻犯宪章，深不副朝廷肃清风俗宣明教化之意”的状况，

因而“移文各路遍行所属，如遇朔望日，长次以下正官同首领官，率领僚属、吏员，俱诣文庙烧香，礼毕，从学官主善诣讲堂，

同诸生并民家子弟愿从学者，讲议经史，更相授受”，“选择有德望、学问可为师长者于百姓农隙之时，如法训导，使长幼皆闻

孝悌、忠信、廉耻之言，礼让既行，风俗自厚，政清民化，止盗息奸”[1]。此外，元代文人也记述了元朝“六七十年之间，所在

学校，诵声相闻”
[2]
的情形。这些记述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关注地方儒学教育的态度。尤其在江南，儒家文化繁盛。不难推测，作

为汉人、儒者、朝中要员的赵孟，被要求书写相关碑文，也在情理之中。除却上述三种缘由，经济因素亦是重要原因，限于篇

幅，他文另论。 

参考故宫博物院王祎先生对赵孟书碑时间的分期[3]，李舒、解小青对赵孟书风发展的整理[4]以及笔者对赵孟在江苏书碑情况

的梳理，本文将赵孟江苏碑刻书法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308 年之前)、中期（1309-1315）和后期（1316-1322）。目前可见的

大部分赵孟江苏碑刻书于中、后期。 

二、赵孟江苏碑刻书法早期作品及其特色 

赵孟早期江苏碑刻见于著录的有《范文正公义学记》[5]《范文正公忠烈庙记》[6]等，现存以《居竹记》和《松江宝云寺记》

最为著名。需要说明的是，松江虽现属上海，但缪荃孙著《江苏金石记》时，松江尚属江苏，因而收录了《松江宝云寺记》,本

文从之，亦将《松江宝云寺记》等列入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另外，根据书风，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加封孔子制诰碑》（1307）

虽未署名，但当为赵孟这一时期碑刻书法[7]。 

《居竹记》书于大德二年（1298 年）二月初八，“通议大夫前建德路总管兼府尹紫阳方回记，前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太原路

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吴兴赵孟书”[8]，缪奎同男文善摹刊[9]。碑文是善论诗文的方回应妻弟曹和甫仲达之邀而作，

和甫欲“刻扁其书室曰居竹”[10]3，便请时年七十一岁的方回操刀，方回的文字优美流转，强调士需志行高尚、为人之子需能承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58页。 

[2]〔清〕叶昌炽编：《语石》十卷，《石刻史料新编》二辑第十六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 年版，第11873-11874页。

当然，对赵书评介亦有相反说法，如祝嘉《书学史》“元朝之书学”即为一例：“然是代书家，未有出子昂之右者；其他守辙循

涂，未能出其肘下。”“子昂之在元，亦尤晋之二王，唐之欧虞；然气魄殊弱，以之继统，亦尤偏安之小朝廷，非泱泱大国之规

模矣。史虽称其于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然纤弱妩媚，乃斫草拈花之技耳，未足以语大也。”见祝嘉《书学史》，

上海教育书店 1947年版，第 302页。 

[3]王连起：《赵孟及其书法艺术简论》，〔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 2期，第 47页。 

[4]王祎：《元碑不出吴兴外：赵孟书碑浅说》，〔北京〕《紫禁城》2017 年第 8期，第111 页。 

[5]〔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元〕方回：《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元〕杨载撰、钱伟疆点校：《赵公行状》，《赵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522 页。 

[8]〔元〕赵孟：《天冠山题咏二十八首》之《鬼谷岩》，《赵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135 页。 
3[1]〔元〕佚名：《庙学典礼》卷一《官吏诣庙学烧香讲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元〕郑元祐：《重修平江路儒学记》，《侨吴集》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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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家事，并引用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1]，道出了些许对文人志行高洁的期待。碑文则由赵孟书。也正是这一年，

赵孟被元成宗召回大都抄金字藏经，方回作《送子昂提调写金经》记录了这一对孟来说极为重要的事件，并对赵孟书法给予极

高评价：“天下善书今第一”
[2]
。方回的岳丈曹应符

[3]
是画家曹知白的从叔，而赵孟和曹知白是忘年交，陶宗仪（1329-1410）《曹

氏园池行》言曹知白“翁之交游皆吉士，赵邓虞黄陈杜李”[4]，赵孟列于曹知白交游之首位。因而，《居竹记》的书写极有可能

是方回邀请赵孟书丹，也可能是曹应符通过曹知白请求赵孟挥毫。相较而言，前者可能性更大。由此亦可推知，曹应符、曹知

白、方回、曹和甫和赵孟都有交往，因此，方回为曹和甫《居竹记》撰文、赵孟为之书丹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方回、赵孟和曹

知白也因《居竹记》缔造了一个更为紧密的诗文、书写与交往的文友圈。 

《居竹记》碑拓早已漫漶不清，书体基本相当于赵孟同时期行书书风。从隐约可见的一些字迹里可窥其书风已有李邕

（678-747）《李秀碑》端倪，横画尤似，如“先”之横画。但就整个字而言，《李秀碑》所书更具开合之感，《居竹记》则紧凑

内敛些。此外，《李秀碑》中“之”字与《居竹记》中“之”字、《李秀碑》之“守”字与《居竹记》之“家”字在用笔和结体

方面皆有相近之处。唯有《李秀碑》中“九”字有写经体特征，而《居竹记》之“九”字则显得纯熟端正。《李秀碑》书于公元

742 年，书法笔画骨力内含，其书虽得力于“二王”，但用笔豪迈厚重，王羲之儒雅书风外融入了碑意中的严谨刚健，表现出精

熟的用笔技巧，横画、竖画多用方笔，拓宽了我国碑铭书体的新途。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此碑在书法发展史上具有一定意义。

不同的是，李北海书法乏于江南书家的含蓄空灵，代之以苍茫强劲，暗合盛唐气质；而赵孟取其结体，又多了些灵秀之气。 

 

大德三年（1299 年）八月，赵孟任“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5]。到至大二年（1309 年），他在杭州官江浙行省

等处儒学提举十年之久。这也正是赵孟潜心研究书法的十年，求书碑刻者益多。赵孟在浙江、江苏、上海一带书写了大量碑刻，

书于至大元年（1308 年）的《松江宝云寺记》即是其中之一，为“前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牟巘撰，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赵孟书，

资德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廉密知儿海牙篆额”，释净月立石[6]4。明陈继儒《妮古录》载：“子昂亭林碑，其真迹曾粘村民

                                                                                                                                                                                              
[3]王祎将赵孟书碑分为三个时期：大德二年（1298年）之前、大德二年（1298 年）至至大元年（1308年）、至大二年（1309

年）至至治二年（1322 年）。参见王祎：《元碑不出吴兴外：赵孟书碑浅说》，〔北京〕《紫禁城》2017 年第 8期。 

[4]李舒将赵孟行草书分为五期：初学期（1283之前）、过渡期（1284-1299）、成熟期（1299-1310）、巩固期（1310-1316）、高

峰期（1317-1322）。参见李舒：《艺术巨匠·赵孟》，〔北京〕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169 页。解小青将赵孟书法划分

为早期（1301 年之前）、中期（1301-1310）、中晚期（1310-1316）、晚期（1316-1322）。见解小青《赵孟书法艺术》，《赵孟法帖

品珍》，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15 页。 

[5]〔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明〕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图见应征：《镌石印痕：环太湖历史碑刻拓片精萃》，〔北京〕中国书店 2013 年版，第37页。 

[8]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81页。 

[9]“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八录作‘云间缪奎同男文正摹刻’。‘文正’、‘文善’孰是孰非，未见碑石，不能遽定。

但新标点本《嘉定钱大昕全集》此处断句作‘云间缪奎同、男文正摹刻’，以‘同’字属上读，则显系因未明刻工题署之例而致

误。”见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1页。 

[10]〔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五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年版，第 18973页。 
4[1]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81页。 

[2]〔元〕方回：《送赵子昂提调写金经》，《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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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壁上，王野宾买之以转售项氏”[1]。其后流传情况不详。清末民初时被制成影拓本，广为流传。《松江宝云寺记》记述了松江

宝云寺的历史沿革以及元代住持净月重修寺院的情况，碑文为宋时大理少卿而入元不仕的牟巘（1227-1311）所撰。赵孟与牟氏

一门交游密切，与牟巘更是至交，牟巘曾为子昂《文赋》做过题跋，对其书法赞赏有加：“子昂书士衡文赋，曲尽变态。词之妙

固有以发之亦未尝不资乎？字之妙而交相发也。”[2]牟巘也为子昂写过《简赵子昂君》《十日菊为子昂寿》《别赵子昂》《十七日谢

赵子昂孟能静及诸亲友》等诗作。牟巘和赵孟的文、书合作甚富，除了《松江宝云寺记》外，还有如《湖州妙严寺碑记》[3]《嘉

兴重修儒学记》[4]《嘉兴路儒学碑》[5]《忠烈庙记》[6]《平江府重建三清殿记》《玄妙观重修三门记》[7]等。大德元年（1297年），

赵孟手书《牟巘诗卷》。牟巘去世，赵孟又亲自撰写《牟巘墓志铭》[8]。赵孟与牟巘子应龙交谊深厚，时常唱和，同被列入“吴

兴八俊”。 

此碑为行书，书风在一定程度上受《集王圣教序》影响，如“大”“书”“十”等字，点画精美、骨肉匀亭、体势秀劲谨严。

大德中期到至大年间，赵孟的书法面貌已脱去早年学习高宗、米芾等形式，效法晋人，变入北海，逐渐确立个人风格并进入新

的创作阶段。此外，《松江宝云寺记》书风亦得力于位于南京市栖霞镇新合村甘家巷的《萧憺碑》书风。萧憺墓石碑约立于梁朝

普通三年（522 年），碑额上书“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十七字，为历代书家所瞩目。该碑为东海徐勉撰文，

吴兴贝义渊书写，都元上石，丹阳房贤明刻字。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评《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碑》曰：“与《刁遵》同体，茂密

出元常。而改用和美，几与今吴兴书无异。而笔法精绝，如有妙理。北朝碑实少此种。惟《美人董氏志》，娟娟静好略近之。至

唐人乃多采用，今以吴兴故，千载盛行。今日作赵书者，实其苗裔，直可谓之《刁遵》体也。”[9]5南海所论“与《刁遵》同体”

“几与今吴兴书无异”，乃据《萧憺碑》碑额书风所言。《松江宝云寺记》笔势开阔放纵，颇有新姿。 

 

综上，赵孟早期江苏碑刻书法处于师法“二王”、南朝和李邕书风阶段，初现师李北海渐成之态。从中可以感知赵孟在书碑

之余，对前代碑刻书法的仔细梳理和研究，从而呈现出秀丽劲健的碑刻书法面貌。 

                                                                                                                                                                                              
[3]〔明〕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一《居竹记》，〔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729-730 页。 

[4]〔元〕陶宗仪：《南村诗集》卷一，明元人十种诗本。 

[5]〔元〕杨载撰、钱伟疆点校：《赵公行状》，《赵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522 页。 

[6]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记》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90-491页。赵孟所书《松江宝云寺记》

有两个版本，一为墨迹本，一为碑拓本。两版本稍有不同，但属同宗。本文用图采用墨迹本，见王连起、郭斌《赵孟墨迹大观》，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83-97页。 
5
[1]〔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一，明宝颜堂秘籍本。 

[2]〔清〕张照：《石渠宝笈》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明〕汪砢玉：《珊瑚网》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九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明〕钱谷：《吴都文粹连集》卷二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 

[8]〔元〕虞集：《牟伯成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第 116页。 

[9]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辑注》卷四“体系第十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版，第 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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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赵孟江苏碑刻书法中期作品及其特点 

赵孟江苏书碑中期作品有：《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李愿归盘谷序》《崇禧万寿宫记》《三

重修儒学记》《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等。其中不少书碑都反映出赵孟在江苏的活动与交往，是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如书于至

大二年（1309 年）的《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前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承务郎周驰撰，前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

赵孟书并篆额”
[1]
。周驰与赵孟同朝为官，是“一日不见如三秋”“交情子都亲”的好友

[2]
，又皆是文士、汉儒、书法家、诗人。

周驰常与赵孟合作，一并受邀为官宦贤达撰写家传、祠记和碑文，两人合作完成《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后，次年，周驰又为

北京通州李姓高官撰写《闲邪公家传》，也是赵孟以正书书写。大散文家撰文，大书法家书写，堪称双璧[3]。 

与《常熟知州卢侯生祠记》时间相近的《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由“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姚燧（1238-1313）

撰，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赵孟书并篆额”
[4]
。因赵孟至大二年（1309 年）七月，除扬州路泰州尹；次年十月，拜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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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侍读学士，故立碑时间也在至大二年（1309 年）到至大三年（1310 年）间。此时，恃才放旷的文学家姚燧也正处于仕途的巅

峰之之时，姚燧的伯父姚枢（1201-1278）和老师许衡（1209-1281）皆深受忽必烈赏识。珊竹氏与成吉思汗家族“同源而殊流”，

家族地位显赫。珊竹公拔不忽为北京马都元帅吾也而之孙，曾请名儒张翌、吴澄（1249-1333）教其子，至大元年（1308 年）十

月卒。而吴澄和赵孟一同被举荐至大都，是互相欣赏的好友，因而此碑由赵孟书丹，应是吴澄的引荐。因而，此碑可谓集当时

最高文学水准与书法造诣于一体，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碑主在当时的特殊身份。《珊竹公碑》书法笔势圆劲流丽，于庄严规整中

见潇洒飘逸，可以看出赵孟对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告身帖》、褚遂良《圣教序碑》、李邕《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黄庭坚

《跋苏轼〈黄州寒食诗卷〉》的研习和师法[5]6，用笔与《湖州妙严寺记》相似。《湖州妙严寺记》书于至大二年（1309 年）至三

年（1310 年）[1]，与《珊竹公碑》书写时间相近，牟巘撰文，整卷精巧工致、高古婉媚、深厚纯熟；字形方正宽窄、扁平瘦长

兼有；结体富于变化，更多采用李邕书法中向右上倾斜的结构，运用方折、斜笔等，又有些许含蓄的魏碑意味[2]。明初姚绶（1422

—1495）曾受法师雨庵大霑之邀四度为《湖州妙严寺记》题跋，赞赵孟书法“端雅而有雄逸之气”，“其意欲托之金石”，认为赵

书“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通之天下”[3]。《江东宣慰使珊竹公拔不忽神道碑》从诞生之时，就颇受推崇，以至明代时已经因为

“摹拓者众”而“下方渐泐”[4]了。 

赵孟于皇庆元年（1312 年）书写了韩退之的《李愿归盘谷序》[5]，此时正值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朝。《李愿

归盘谷序》文辞优美，不乏“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

“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的美句，也绘出世外桃源般的净土——“盘之中，维子

之宫；盘之土，维子之稼；盘之泉，可濯可沿；盘之阻，谁争子所”。这当是赵孟愿意终其生以徜徉的精神家园。碑文后有子昂

跋语：“昆山顾善夫涉吾游甚久，于□颇信实而又好学，时时求吾书持归刻石，故吾亦乐为之书。皇庆元年，吾在集贤，善夫以

公事至都下，复来相寻，求书此文，不忍却也。夏四月九日，子昂。”[6]7其时赵孟年五十九岁，在京任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

顾信（1279-1353）是赵孟的弟子，也是赵书的热心收藏者，每得赵书，必嘱良工镌刻上石。顾信将赵书摹刻上石、制成碑帖的

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赵书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李愿归盘谷序》外，顾信于至大三年（1310）创建昆山淮云院

后，还请赵孟书丹过《昆山淮云院记》[1]，行书，笔墨精妙，册前附有淮云院绘图及赵孟之画像，册后亦附有绘图、收藏者画像

及题跋等，书风“犀利之中姿态横生”，与赵书《佑圣观重建玄武庙碑》《珊竹公碑》相仿佛，在学王羲之基础上，吸收李可邕、

柳公权等书家方法[2]。《昆山淮云院记》结体偏长笔力峻拔，中宫紧收而笔画舒展，多用方笔，转折搭笔处锋棱俱见，注重字势

的挺拔和庄严大度，艺术特征鲜明[3]。 

                                                        
6[1][4]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491 页，第 492页。 

[2]〔元〕赵孟：《松雪斋集》卷四《赠周景远、田师孟》《和周景远见寄二首》。 

[3]关于周驰相关问题考证，参见赵振乾：《元代书法家周驰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书法》2015 年第 8期。 

[5]方闻：《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李维琨译，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6年版，第 133-134页。 
7
[1]关于赵孟书《湖州妙严寺记》的时间考察，见姜一涵：《赵孟湖州妙严寺记》，〔北京〕《故宫季刊》，1976 年第 3 

期。《湖州妙严寺记》，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 

[2]孙志新：《名留青石：赵孟的晚年及其碑铭楷书的形成与发展》，载〔北京〕故宫博物院编：《2017年赵孟书画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71页。 

[3]〔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1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693-694 页。 

姚绶《夜行诗十首》结体端秀方正，以行入楷，深受赵氏《湖州妙严寺记》大楷碑书的影响。 

[4]〔明〕申嘉瑞：《（隆庆）仪真县志》卷二，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15册，上海书店1971年版，第 17页。 

[5]缪荃孙：《江苏通志稿·金石志》卷二十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504 页。 

[6]拓片见朱巍：《江苏太仓的赵孟书碑》，《书法丛刊》2009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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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赵孟江苏碑刻书法中期作品端雅雄逸，是赵书“由中年姿媚圆活向晚年苍劲雄放风格转变的过渡期”
[4]
，此期作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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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笔法为基础，同时兼收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和黄庭坚等笔意，尤其是对李邕书法理解更为纯熟。 

 

 

四、赵孟江苏碑刻书法后期作品及其特点 

赵孟江苏书碑后期作品有：《大报国圆通寺碑》[5]《重建泛海观音殿记》《崇禧万寿宫记》《三重修儒学记》《显灵义勇武安英

济王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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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报国圆通寺碑》书于延祐六年（1319 年），“翰林学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撰并书，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

开府仪同三司太尉上柱国驸马都尉王王璋篆额”[6]，住持沙门“妙明圆悟普济佛心大禅师”明了立石，嘉庆时尚在。此碑的诞生，

将元代的三个身份相异的人凝聚在一起，造就了碑刻史上的一段美谈。明了禅师是宋代设嘉定县时的首任知县高衍孙之裔孙，

圆通寺是其故宅，当地的大吉祥皇庆寺、大资福寿宁尼寺也是明了禅师所建[7]。元朝蒙古贵族为了维护其统治，推崇藏传佛教，

寺、庙一时蔚为大观，圆通寺即为其一。赵孟在碑文中叙述了大圆通寺的由来，中有“道何物耶？依之而心修从之而理顺。德

何物耶？布之而利博积之而行圆。返斯二者，则圣贤不取焉。伽蓝者，着明道德之大宅也”的警句，也阐明了“圆通”的由来。

篆额者高丽国王王璋（1275-1325）是高丽第二十八代国王，其母为忽必烈之女，元朝通过在高丽扶植亲元势力、联姻、设立征

东行省等手段牢牢控制着高丽政局，王璋就是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其一生的政治起落表明高丽王在元朝政局中

的地位和立场，对于元朝与高丽政治关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8]8。除此之外，王璋也是很多文化活动的主导者，王璋曾在元朝“构

万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阎复、姚燧、赵孟、虞集（1272-1348）等与之从游，以考究自娱”
[1]
，此碑也恰好是王璋和赵孟交游

的一则例证。两人交谊甚深，一起“画屏摘句写乌丝”[2]，王璋将赵孟书法带回高丽，成为高丽士大夫学习的对象[3]，对赵孟书

法传到高丽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碑为行楷，较之前碑刻书迹，字迹完善、成熟，笔力浑厚，书法圆劲，形式上也更多变化[4]。清

代钱大昕观摩赵孟此碑，被深深吸引，如痴如醉，数度摩挲，“移时不去”[5]。 

 

书于延祐七年（1320 年）二月的《重建泛海观音殿记》，由“前进士胡应青记”，“赵孟书并篆额”，“光妙严大师住山祖晖立

石”[6]9。文中讲述了宋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创建的暨阳乾明广福禅刹由住持僧南山祖师化缘“撤旧营新，栋隆宇壮，丹楹藻

                                                        
8[1]全图载于《赵孟书画全集》第二卷“楷书昆山淮云院记册页”第 2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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棁”的过程，落成当日，“芗云滃空，士女趋庆”，文中亦有“匪观以音，观以心尔，法界唯心，心心相照”之悟语。碑刻下截

具载施主名衔，如“都劝缘朝散大夫江阴州达鲁花赤兼劝农事速安答失助钞壹拾定、昭勇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

万户府达鲁花赤脱脱助钞伍定、定远大将军镇守江阴许浦等处通事汉军上万户府万天口口撒儿助米贰拾石”等，施主中既有怀

远大将军、宣武将军、太师右丞相下总管蔡资同妻刘氏、申浦王大孺人余氏等，也有本寺居士张觉真暨同修常氏妙净喜、寺中

住持南山等。故而此碑对研究元代官职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生动地揭示出寺院经济生活的一个侧面。胡应青比赵孟大十

余岁，两人皆信佛，所以由赵孟择其文中部分内容，书写了这篇《观音殿记》，流传于世。赵孟书写时，没有全文照录，而是从

“殿多历年”开始，舍去了前后叙述，只取两百余字精华。胡应青为 1271 年进士，后到江阴做县尉，重修寺庙，立此碑，并特

意请赵孟书写，也促成了一块名碑的诞生。碑文清晰可读，字体遒劲端庄，有些许李邕、黄庭坚笔法，体现了赵孟书法的较高

境界，文中多次出现“观”字，形态各异，体现了书者在章法结体方面的思考与实践。 

此外，书于至治元年（1321年）的《崇禧万寿宫记》，由“江左邓樟材镌字，宏道明真冲靖真人同主领三茅山诸宫观掩住持

崇禧万寿宫事陈志新立石”，王去疾文，赵孟书并篆额[1]。崇禧万寿宫，位于茅山华阳南门之东。此碑不仅是研究茅山道观历史

沿革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赵孟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据碑文推算，此碑系赵孟暮年作品，其时已六十七岁，疾病缠身。碑成

后第二年夏，赵孟去世。此碑是将楷、行、草三体书糅合于一的精心之作，结体俊美灵秀，匀称优雅，有二王韵致、李邕体态，

纵放连绵，也略有力不逮意之感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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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赵孟江苏书碑后期作品较之前碑刻书迹相比，进入了更为圆融的境界，有些许李邕、黄庭坚笔法，书法圆劲优美，

结体俊美灵秀，字迹完善成熟、遒劲端庄、匀称优雅，体现了赵孟书法的个人特色和艺术境界。 

结语 

在江苏碑刻中，就书法史研究层面，赵孟书碑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赵孟江苏碑刻早期书法处于师法“二王”、南朝和李邕书

风阶段，对前代碑刻书法能钻研摸索，秀丽劲健；中期作品端雅雄逸、苍劲雄放，以二王笔法为基础，同时兼收褚、颜、柳、

黄等笔意，尤其是深刻理解李邕书法；后期作品则进入了更为圆融通达的境界，圆劲优美、遒劲端庄、灵秀优雅，体现了赵孟

碑刻书法特质。不能不说，赵孟逐渐完善的碑刻书法创作和他的“复古”实践一样，深刻影响了后代书法发展，而赵孟江苏碑

刻书法中呈现出的李邕风格本身也是“复古”风尚的一部分。作为有元一代最为重要的书家，赵孟江苏碑刻书法显示出赵孟在

江苏的部分活动及其特点，在彰显赵孟书法形式各阶段的特征与变化的同时，也昭示出赵孟在江南浸润儒学理学的成长和交往。

这是赵孟艺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补充。这些碑刻展示了赵孟与官员兼诗人的方回、入元不仕的牟巘、同朝为官的周驰、恃

才放旷的文学家姚燧等江南名士的文、书合作。赵孟也得到了顾信等江南士人对其学问与书法水准的认可，顾信将赵书摹刻上

石、制成碑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赵书的传播和接受。这些共同促成了江南碑刻书法整体形象的形成和发展，也留下了

一段抹不掉的历史。而高丽王王璋凭借个人地位和影响力，对赵孟书法传至高丽乃至更广阔的区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